
2016年 5月，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题为“科学与

人文的冲突与对话 ”的国际研讨会，让人不由的联想

起斯诺（C. P. Snow）在他 1959 年著名的瑞德（Rede）

讲座《两种文化与科学的革命》中介绍的“两种文化”

的概念，他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二元性，这一

看似不言而喻的现实，正支撑着知识的生产和日益

分化的学术环境。[1]

斯诺的主要观点是，大学是一个具有不同文化

和不同表达方式的分裂的社区。 他的观点被广泛引

用，但更多的是招致批判，其中最有名的批判来自于

李维斯（Leavis）。[2]尽管存在数十年的争议，但“两种

文化”或“两种文化争议”的概念几乎仍具有隐喻的

意义，即在研究所和大学环境中如何看待和鉴定“知

识”。这使得“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对话 ”这一会议

的主题性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它汇集了科学和人文

的基本概念与观点。在很多方面，“文化”是一个愈

加难以理解和定义的概念或现象。然而，文化与人

文有着根本的联系，其重要性也在不断凸显。在我

看来，人文学科正在蓬勃发展，因为它们可以被看作

是不同“知识和文化”沟通和融合的基石，这一点似

乎在某些研究领域和大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应该

指出的是，将两种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新“知识网络”

正默认地嵌入“知识文化”中，这包含两层基本意义：

一是嵌入不同的文化、历史等环境；二是随着历史的

发展，嵌入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学科文化中。上述论

点很难解释或理解，尤其是在提及到文化背景时，因

为几个世纪以来文化是众所周知的难以界定的概

念。关于文化的研究甚多，文化研究具有悠久的传

统，特别是在人类学中，不同的研究者们试图界定

“文化”概念背后的核心内涵。“文化”定义的复杂性

绝对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本研究引用海伦﹒斯

宾塞（Helen Spencer）的《什么是文化：语录汇编》一书

中的两个定义：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

大学中的“科学”与“文化”：
重叠？冲突？还是互补？

□米列娜·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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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和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而产生了“新知识文化”，同时也带来对人文学科本身

的重新思考。大学课程中学科的细化使学生无法从整体视角获得对现象全面的感知，而人文学

科所提供的对“人类意义何在”的思考视角，鼓励了学生创造性地思考人类及其周围世界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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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获得

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文化包括经验的衍生物，

或多或少有组织的，由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学习或创

造，包括那些图像或编码，以及他们从过去几代人、

同时代人获得的解释或由个人自己形成的解释。”[3]

在有关“文化”的众多定义中有两个基本概念出

现，即“知识”与“经验”。 尤其是“知识”已成为许多

当代“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焦点，也是发展和

建立大学课程的基础。

研究中的两种文化挑战

随着时间推移，“两种文化之争”概念中微妙而

紧张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面临新挑战的情境下获得

了重要的意义，尤其受“多学科”向“跨学科”变迁的强

烈驱动，各种形式的“学科交叉”状态的出现，如何处

理这种“双重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学科交叉”是当

前所谓“大挑战”的重要研究课题，已经成为许多资助

机构（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欧洲层面）优先关注的事

项。在大的挑战性课题中（如气候变化，水资源，可持

续能源，最近的移民潮等）的经典案例，哪怕最小限

度，都无法用传统学科的知识去解释。 它们的复杂性

对研究与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在某些情况下，学

科边界愈加复杂化，不同“知识文化”的整合性及传

统学科的复杂性导致了由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领域

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而产生了“新知识文化”。

除狭义上“学科交叉”的成功案例外，对“知识”

的本质及其最终目的的关键问题的研究上出现大量

的观点与重新认知。“我们为谁生产‘知识’？”“ 社会

和个人最终如何获益？”这些类似的问题出现。

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研究在不断增加，值得注意

的是，至少在广义的描述中，很多著名的思想家提出

了重要的理念，为重新定义和扩大“多/跨学科和学科

交叉”的概念提供了路径。

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提及于尔根·米特尔斯特拉

斯(Jürgen Mittelstraß）[4]的创新工作，他倡导将“经验

知识”转化为“定向知识”，这明显是按照文化角度来

进行定义的，并在社会中予以应用。还有迈克尔·吉

本斯（Michae Gibbons)和赫尔嘉·诺沃特尼（Helga

Nowotnx）[5]的所谓的“模式 2”的知识生产工作的理

论。也就是说，知识生产被看作是在现实世界中，人

们临时聚在一起的开展具体问题研究的过程。 但

是，还应该强调：“模式2不仅仅是面向复杂的应用环

境，组建各类专家进行团队合作。 作为知识生产的

特定形式，研究必须以适当的认知和社会实践的具

体共识为指导。”[6]在这简短的概述中，还需要提及罗

伯特·弗洛德曼（Frodeman）。[7] 其观点清楚地反映在

《牛津跨学科手册》的“介绍部分”：“社会、政治、知识

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不在于越来越多的知识积累。今

天所需要的是更好地了解知识领域之间的关系，更

好地把握学术界向社会转化的方式，以及更好地了

解持续的知识生产中的危机与机遇。”[8]

尽管超越哲学的跨学科/多学科/学科交叉的方

法指向了问题的根本，并强调了超越学科边界的这

类研究课题的关键点，但同时这些研究课题也在现

实中向研究者提出了前沿性的挑战 ，这些研究中固

有的各种挑战是可以成功应对的，最典型的是澳大

利亚城市水处理的案例。 以下是克罗恩声明的具体

含义：“最复杂的问题是所谓真实世界的问题。”[9]

布朗（Brown）题为《如何促进合作》的论文是一

个关于复杂项目的概述。该项目始于 21世纪初，两

个小组从事城市中水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个小组来

自于专注于可持续雨水处理技术的澳大利亚墨尔本

莫纳什大学工程学院，另一个小组来自于该校的艺

术学院。从早期开始，这家令人印象深刻的企业已

经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合并了现有的机构。多年

来，尤其是 2012年以来，在获得高额资金资助后，该

企业已发展为水敏型城市的合作研究中心，包含 85

个机构（其中13个为研究机构）。该企业共有230名

研究人员和博士生，涵盖“......20多个学科，这些学科

包括社会学、生物物理学、人文科学”[10]。这一超大型

企业，不仅发明了雨水生物过滤技术（这一技术在澳

大利亚、新加坡、中国和以色列都适用），还通过持续

的跨学科研究，倡议对重要项目开展中必经的各类

“经验与教训”展开调查。

在布朗（Brown）所强调的五个克服跨学科复杂

性的要点中，有几点尤为重要。 其中一点是时间因

素，也就是说，资助者通常不会考虑到在整个学科建

立的初始阶段，不同学科之间建立沟通路径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 时间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不同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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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这种融合的理想结果是出现

“关系知识”，这意味着对所谓的客观事实可能需要

重新定义。解释和整合事实的新方式应该导致“知

识网络”的出现，从资金资助的视角来看，这可被视

为创新，尤其是对欧洲国家而言，例如欧洲大型项目

“地平线2020计划”。然而，很多项目可能会因为受

时间表的限制，严格按照既定目标推进落实而失败。

值得一提的第二点是，增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必要性。 布朗

（Brown）特别提出了跨学科当前存在的冲突：生物物

理学研究者指责社会科学研究者缺乏严谨性，花大

量时间来对问题进行重新定义；而社会科学研究者

却认为生物物理学研究者过于专注于问题的具体解

决方案，往往忽视了预计产出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社

会影响。 然而，共同使命的建立、建设性对话的促成

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跨学科”研究不仅具有必要性，还会产生收益

性。举例而言，这种收益性最初体现在机器人技术

中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其目的在于开发新的方式来

帮助自闭症儿童与其周围的世界互动。与自闭症儿

童一起工作的治疗师常使用木偶来进行互动，因为

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更倾向于与非人类进行

互动。近来，小型可爱的机器人被用于诊断和治疗

各种自闭症，这种机器人被假设可能更有成效，因为

它们不仅可以作为沟通的媒介，还可以学习如何对

孩子的情绪进行回应。 这是欧盟资助的“梦想项目”

的主要目标之一。还有一些其他项目涉及到类人机

器人的研究，其目的是帮助精神分裂症或社会恐惧

症患者康复。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一个从事

早期职业生涯研究的团队成功聚集在一个机器人和

智能系统管理的实验室（LARICS），该团队正参与其

他一些努力使类人机器人适应自闭症儿童的诊断和

最终治疗的项目中。 这些项目汇集了电气工程和计

算学院研究者（LARICS团队是其中一部分），教育和

康复科学学院的研究者，克罗地亚脑部研究所的研

究者（含萨格勒布大学医学研究所的部分成员）。

如上所述，跨学科研究团队正朝着为精神障碍

者提供更高级别的诊断工具、及时治疗工具的方向

前进，但跨学科合作的水平仍需不断提升。例如，作

为欧盟资助的“梦想项目”的部分研究者就非常清

楚，必须解决项目中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出于由谁

对机器人行为负责等安全问题的考虑，一项包括伦

理问题在内的综合研究型项目正在被开发。

萨格勒布大学的例子还指明了除伦理学和法律

以外的其他挑战。 该项目中的机器人是从一家专门

从事类人机器人的法国公司（Aldebaran Robotics）购

买的，这些具有友善外貌的机器人是以著名的电视

连续剧《法国小馆》（Allo，Allo！）中角色的名字命名

的：埃尔弗里克，赫尔加，雷内，勒克勒等。现在，这

些机器人正在“适应”最广泛意义上的克罗地亚文化

和语言环境。 因此，可以期望 LARICS 的研究者与

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一起扩大团队力量，以最安全和

最有效的方式来实现更高的预期目标。

高水平发展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真正汲取了广

泛的学科专长，可以对所有参与者产生有益影响。 例

如，人文科学习惯上被认为在人文学科的认知与社会

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也

常挑战一些被普遍认同的理念和信仰，在批判性思维

能力与独立思考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互动也带来了对人文

学科本身的重新思考：以伦理学为例，在大挑战这一

新背景下，必须将“人的因素”置之于新的形势下进

行思考，这一新形势包括从个体到具体，变动的社会

环境及全球化影响。 这意味着所有层面上的深层次

概念发生转变：从个人层面到全球层面来考虑，伦理

和生物伦理规范是责任行为的基础。

大学课程中的“两种文化”挑战

当下，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水平知识生产导致了

机构层面的知识体系的负担不断增加。这又导致学

科越来越细地分化，很多学科产生了“新学科”，例如

地球物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这些“新学科”

通常导致大学中的系所关闭，在许多情况下，大学课

程越来越多地侧重在狭隘的学科上，这些学科背后

的大量知识是学生所期待了解的。弗罗德曼指出，

学科方法毫无疑问提高了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并推

动了技术的发展。然而，知识的多学科划分已滋生

出越来越多的学科，这使我们无法从所有的学科整

体视角获得对现象全面的感知。整体视角能够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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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获得更多对个人和社会更清晰的观点，这正是人

文学科所提供的对“人类意义何在”思考的视角，也

鼓励了创造性地思考人类及其周围世界的问题。我

们需要人文学科的技能和知识来理解我们的文化及

有效的沟通。人文学科不仅在社会和国家层面而且

在全球层面上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这一系

列的“情境”中，我们需要了解人们生活中的文化角

色。欧洲大学有一项关于本科和硕士课程项目的随

机调查大体上反映了预期的学科发展情况，或者说

上述所提及的“新学科”的发展状况。在整个欧洲需

要开展一项严谨的项目以彻底调查整个欧洲大学的

课程设置情况、设置的原因以及这些大学在多大程

度上接受“跨学科”的概念，这意味着了解特定的知

识对个体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必要的。这种分

析作为一项重大任务远远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

然而对欧洲大学本科和硕士课程项目的随机调查的

结果显示，大量项目所提供的课程已超越了学科界

限。在这里，我们将列举一些值得推荐的案例，因为

这些项目的发展显然超越了学科边界：

（一）在鲁汶天主教大学，生物医学学士学位课

程体系中包括第一学年三门必修课：1.生物医学科学

哲学思考；2.经济学；3.宗教和生命的意义；以及两门

选修课：社会学与医学心理学导论，健康心理学；在

同一所大学的生物医学硕士学位课程中，还提供了

“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与法律”的选修课程。应特别

强调和值得赞扬的是鲁汶天主教大学的由生物医学

伦理与法律中心开设的生物伦理学硕士课程。这些

课程为医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见解，既包括有关获

得生物医学学位所需的技术知识，还包括全面地了

解一直强调的对人类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

（二）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生

物医学硕士课程项目也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案例。

该项目提供了一门生物医学传播学课程：“第一学期

课程中，提供包括科学哲学和生物伦理学在内的生

物医学传播学课程。”[11]

（三）在爱丁堡大学，医学科学课程项目提供了

“一个必修课课程平台，提供生物医学科学，医学社

会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资料，为 21世纪的医疗实

践提供支撑和指导。 此外，选修课程的选择将为您

提供灵活地探索当代医疗保健为基础的更广泛的生

物学、物理化学、临床和社会科学”[12]。

这些来自生物医学领域的例子，毫无疑问有力

地推动了伦理学问题、经济学领域问题以及其他哲

学领域问题的研究。这些具有“跨学科特性”的项目

可以类似地被看作是医疗问题所带来的固有结果。

对病人进行治疗后，如果各种治疗效果不好就可能

演变为负债等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学科课

程项目引入了一套整体的知识学习方法，通常在其

他大学所提供的知识是“核心知识”，而这些核心知

识对客观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大学的课程并

未做出额外解释。

当我们接触到其他课程项目时，如物理学，都认

为物理学很难与其他课程体系融合。然而，今天的

物理学已经发展成多种子学科，如量子物理学、粒子

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医学物理学等等。这些现代学

科中的“子学科”获益于必修课与选修课中传授的自

然哲学观，我们再次强调跨学科的实施的可能性及

为个人或社会带来的可能的好处。

同样有意思的是，那些主要以经济学为主的大

学课程体系中，并没有提供对经济预测及不同的经

济与财政手段的实施所带来的后果进行解释的课

程。 例外的是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

don）及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Am-

sterdam）提供了“哲学、政治与经济学”这一学士学位

课程。这一课程的含义如下：“我们的哲学、政治和

经济学（PPE）学位课程是一个高质量的跨学科课程，

将为您提供了解和分析21世纪英国和全球政治和经

济制度的技能和知识。 该课程由政治经济学系和哲

学系的教师所教授。”[13]这一课程的主要好处之一是：

“本课程使您能够了解政治和经济之间发展关系，制

度与理念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哲学问题。”[14]可

以说，伦敦国王学院的课程更先进，因为在这个多学

科课程的课程纲要中，不仅有伦理哲学课程，还包括

自由理论，空间与时间哲学，思想哲学等。这些正面

的例子以不同的方式表明，“知识”的概念可以通过

各种方式扩大，这使我们又回到了米特尔斯特拉斯

的“定向知识”概念上。

当我们观察除哲学以外的人文学科的大学课程

时，发现这些课程或多或少包括伦理学和伦理学的

各个方面，而与自然现象，环境（少数例外）的联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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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目前更多显现的是多学科性，这些课程项目包

括如环境科学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不言而喻

的是，从国家层面到全球层面来看，人文课程不但可

以而且应该受益于对基本问题研究的拓展上，因为

我们需要人文学科以了解文化在人们生活中不同层

面的作用。

从“跨学科”可能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对研究机

构与高等院校是如何开始将“科学与文化”进行融合

的过程进行观察。如果我们认同“知识”是文化的主

要组成部分之一，那么暂时命名为“生物伦理学”的

这一必修课程将相对较容易地介入大学课程中，该

课程的目的是介绍前文所阐述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的

基本哲学思想，还强调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我们研究

科学？对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对社会的影响是什

么？今天应该如何从现代的角度看待知识作为一个

多层次的现象？

这样的课程将主要拓宽对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的

必要性的理解，并提高学生的认知，即在文化多样性

和全球性的背景中，他们所开展的任何有关的学习

课程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概念化，并赋予了具体

实践意义。个人和个人社会不仅需要将知识获取予

以背景化，还要强调各种创新如何对人类，社会团体

和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生物伦理学”可以

被视作能带来新知识概念的“未来的桥梁”，这与一

个很少有人熟悉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即美国肿瘤

学家范伦斯勒·波特（Van Rensselaer Potter），他早在

1971年就提出了生物伦理学方法对知识的必要性。

通过这个概念，他为人类带来了“智慧”一词：智慧可

被定义为如何将知识用于社会福利。 ……人文生物

学家应该组成跨学科科研研发团队，并将“人类生

存”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社会能力可以被定义为

智慧和知识的一种功能。[15]

因此，对“科学”和“文化”的深入了解不应是概

念的简单重叠，更不是冲突，而应被视为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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